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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立科研机构的人事管理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薪俸待遇按照职务高低和职级大小进行分配，行政官员主导着科研项目从立项到结题验收的整个过程，专家教授兼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于一身，造成学术和行政互相侵蚀，互相渗透，学术的权威性与认可度遭遇行政干预的肢解与破坏，研究与创新的效率受到阻滞。因此，公立科研机构人事制度变革的关键是破解人事管理中的行政化问题和弊端，从思想观念、收入分配、评价制度、人才激励等各方面建构符合科研机构现状的人才使用和培养制度，实现人才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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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form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Publ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Li Zhenggang

（Chongqin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123）
At present, personnel management of Publ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existed serious admistrative trend. The wages treat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job titles and ranks, administrator take lead of approving and acceptance of research projects, experts and professors incorporate administrative post and academic position into an organic whole, administrative also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academic, and penetrate each other, academic authoritative endorsement has dismembered and broken by administrative interference, efficiency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as lost. Key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system reform for Publ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is to solve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and faultiness. we should work out a new management system according with the rule of the growth of talent in the developing and using of talented people,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deology, income distribu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talent incentive, which will bring great benefit to tale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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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研机构本来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但如同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一样，一些科研机构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以至于以服务科研事业为终极目的的行政管理活动和由此产生的行政权在官本位的制度文化中，衍变成为一种绝对主导的强势权力，肆意干预学术自由和学术资源分配，使整个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与行政机关完全雷同。
我国公立科研机构的“行政化”问题早在1985年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就开始进入大众视野。201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文件中也明确指出，要逐步取消科研院所的行政级别。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和科技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的各种声讨中，公立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行政化”和“去行政化”都涉及整个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单纯的谈论科研院所“去行政化”问题并不能必然解决隐匿其中的人才使用、人才评价、人才培养、人才激励中的“官僚化”问题。但“去行政化”作为科研院所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它对新形势下科研机构人事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这是一场涉及观念、制度、利益的革命，其实质是回归科研机构行政管理的本质。
一、“去行政化”的本质及其对科研机构人事管理工作的影响
“去行政化”是与行政化相对应的概念。行政化问题不仅仅在科研机构存在，在整个事业单位都存在。行政化的核心是行政控制而非依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的就是解决行政管理在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内“为谁服务”的问题。就科研机构来说，“去行政化”就是要解决谁是权力主体的问题，其根本就是要建立行政管理为科研活动服务的组织理念和价值目标。
（一）“去行政化”的内涵及本质
去行政化，简单地说，就是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项工作的行政色彩，尽可能地突破行政束缚，突出行业、职业的主导地位。目前人们热议的“去行政化”中的“行政”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因为任何组织都存在为权力主体服务的附属部门，科研机构也一样，作为政府投资举办的法人组织，它不可能没有“行政”，没有行政管理，也不可能完全与政府割裂行政关系。但“行政”必须界定在某种疆域之内，超脱了行政目的的所谓“行政”必然导致“行政泛化”或“泛行政化”。
“行政化”就是科研机构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完全照搬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并设置与政府完全对应的内设机构，没有按照科研活动的规律进行岗位设置并进行行政管理。体现在当前的人事管理制度中，就是科研机构的一切资源均掌控在行政官员手中，以科研活动为中心的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的管理采用行政机关管理公务员的模式，由此导致人才使用和评价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制度吞噬了科研机构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的基本价值理念，引发了诸多问题。当科研机构忽视科研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完全采用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以行政权支配学术运作，肆意干预科研活动，且干预的手段、方式、程序缺乏规制时，最终会让追求“学术至上”的科研机构变成一个官僚等级体系构成的行政衙门。因此，“去行政化”并不是去掉科研机构内部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去掉不符合自身需要的各种行政管理制度、机构和手段。(((
（二）“去行政化”对科研机构人事管理工作的影响
一是“去行政化”首先会取消科研机构现有的行政级别，包括行政领导在内的人才选拔和使用制度将发生变化。当行政官员没有了行政级别，那么他就不会再享受到体制内存在的各种按照级别配置的特殊待遇（如住房医疗）；当学术人员取消了行政级别，那么他就可以自由流动与转岗。目前，无论是行政管理人员还是专业技术人员，其待遇发放均按照一定的级别作为参考依据，级别越高就意味着待遇越好。由于我国对事业单位的管理套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级别高的单位不同类型的岗位职数较多，所以当级别较高的科研机构的人员向级别较低的科研机构流动时，前者会因为后者的岗位职数不足而导致流动人员的待遇降低，由此阻碍不同科研机构间科研人员的双向自由流动。
二是“去行政化”意味着行政管理权的全面收缩，学术权在科研机构治理机制中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众所周知，行政权力过大，必然削弱学术权的伸展空间。在目前的学术资源分配中，行政领导控制着整个资源的分配过程，专家教授和科研人员缺少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限制行政权的一家独大，必须得让学术权回归应有地位，赋予学术权在学术领域内的话语权，让二者在科研机构内部运作中形成一定的权力制衡。为此，必须设计一套“去行政化”后科研人员参与科研机构治理的规则。这意味着作为学术权力行使主体的科研人员，必将会成为科研机构运作中的权力主体，他们将在各个方面参与决策治理。
三是“去行政化”目的是解决科研机构权力主体异化的问题，人事管理的方式和理念将发生变化。目前的科研机构，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员处在整个人群金字塔的塔尖，处于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地位，而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作为被管理者和管理对象，处在金字塔的最底端。“去行政化”就是要将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地位提高，确立一切行政管理活动均以服务科研事业发展为目的的理念，行政管理的方式将由“命令——服从”转变为“协商——合作”，行政人员不再是管理者，而是服务者。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要求人事管理必须设定不同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人才培养和使用中为科研事业发展服务的价值导向。
二、公立科研机构人事管理行政化的具体表现
长期以来，科研事业单位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存在，政府按照行政化方式管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行政官员掌握着各类科技资源的分配与调节，行政权力主导着科研机构的人才使用、培养、评价和激励，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正统价值被以追求行政职务为导向的官本位价值所取代，这对我国的科研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带来诸多危害。
（一）人才使用中的行政化
现有体制框架中，科研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按照一定的工作年限、工作业绩等被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如管理岗位共分为九个等级，最低的职员为九级，每个级别按照单位的行政级别高低分配一定的职数，如重庆某正厅级科研机构六级岗位职员数为八个。同样，专业技术岗位也按照这种规则设定不同的级别和职数。这种僵化的岗位设置阻碍了人才的正常流动和晋升。如某单位相当于副高级别的专业技术岗位职数为10个，但有资格晋级该岗位的科研人员有15个，那么受职数限制，就有5个人无法晋升。这种职数设置本来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但却由于缺乏硬性指标约束而最终沦为少数领导干部权力腐败和寻租的工具。在广泛流行的竞争上岗中，评审权和最终聘任权均掌握在行政领导手中，他们对人员晋升的评价并不总是按照能力和贡献大小，往往根据亲疏关系来决定。
在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之下，行政和事业编制成为稳定科研人员队伍的重要手段，由于科研机构的特殊性，政府人事主管部门赋予了科研机构不通过一般人才招录程序的特殊人才选拔和使用自主权，但很多科研机构并没有将此作为吸引优秀人才的优势，在编制紧缺情况下，这种制度往往成为了人事部门和行政领导解决亲属及其子女就业的便利管道。而且一旦进入了事业编制体制内，很多人就不愿意再离开岗位，因为离开意味着所拥有的级别和待遇在进入新的单位后，将按照新单位的规定重新进行竞聘，这严重阻碍了人才间的合理流动。此外，我国对科研机构负责人的选拔和任命一般采用委任制的方式，许多从事科研管理的领导之前并未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也没有科研机构管理的经验，当他们进入科研机构从事管理时，会因为学术权威性不足导致信任度和认可度降低，给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二）人才培养中的行政化
对人才的培养关系到科研事业的长远发展，一所优秀的科研机构并不关注其级别有多高，有多少可供其支配的学术资源，重要的是要建构起一种能够延续学术命脉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是第一资源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对此早有共识。如日本理化研究所(RIKEN)实行青年科学家培养制度，拨出专款用于青年科学家培养：一是实行“青年研究伙伴制度”，择优支持不满30岁的在读后期博士研究生，在主任研究员的指导下从事兼职课题研究；二是实行“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制度”，择优支持未满35岁、具有博士学位、有潜力和创见的青年研究人员，自主进行有关课题研究；三是实行“独立主干研究员制度”，择优支持不满40岁、取得博士学位并有3年以上研究经历的优秀研究人员，为其配备相应的研究组，进行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工作。此外，RIKEN支持更新较快且较易产业化的高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接受有合作关系大学的研究生，参加RIKEN的课题研究。(((
跟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才培养中的行政化问题由来已久，这是官本位思想和体制营造出的学术氛围和环境，它让有志于干事创业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和支撑点。学术资源掌握在行政官员和专家教授手中，刚进入科研机构或者刚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要想获得一定的科研项目和资源，渠道十分有限，即便有这种渠道，也要通过一定的人脉关系。由此导致有激情有魄力有创新的人想干一番事业却苦于没有基本的科研条件保障，而那些行政官员和教授拥有大量的学术资源却苦于没有精力和魄力。一个颠倒的逻辑由此形成，即只有进入行政领导层或成为专家教授才可能获取学术资源，而要进入这个群体，必须得将自己置身于官僚生态文化之中，极尽能事巴结和讨好掌握资源分配和职称评审的官员和专家，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的公立科研机构都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意味着单位领导和学术职务的任命都由行政一把手说了算。但学术毕竟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逻辑，如果按照官僚生态中的体制机制来设计学术运作的体制机制，那么势必诱导科研人员将大把精力用于追求与己无关的行政职位和技术职称上来，学术的生命力将严重萎缩。
（三）人才评价中的行政化
我国的科研机构对人才评价存在严重的短期化倾向，突出表现在对SCI、EI论文的过度重视。学者如果发表了大量SCI论文，将意味着一系列荣誉和资源的持续涌入。奖金、职称和各种附加利益的诱惑，使科研人员将大量精力花费在如何发表论文上，导致论文造假问题越来越多发，有的学者甚至将本来完整的一篇论文拆分成若干篇分开发表，因为职称评审和奖励更多的侧重于论文数量而非质量。(((科研评价中过分追求数量导致的直接代价就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以及职称、金钱和声望的异化。当论文、著作数量与科研经费的多少挂钩，而科研经费多少又跟职称评审、年度考核和个人收入挂钩时，错误的导向使许多科研人员不得不“为发表而发表”，导致学术的虚假繁荣和学术泡沫，养成科研人员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使其无法潜心从事研究，势必难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
此外，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也是我国科研机构面临的突出问题，除体制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科技人才的评价，特别是应用研究领域内的人才评价，不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未能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作为核心评价指标。专家教授的职称评审和授予依然过多的侧重于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等软指标，缺乏对成果产业化、经济产值和市场占有率的考核。加之现在的职称一旦评定之后就意味着终身享有该职称所附带的各种利益，职称能上不能下的僵化制度使科研人员缺乏潜心研究的动力。浮躁的研究环境加上单一的考核指标，使科研人员为科研而科研，缺乏对成果转化的关注和思考，评价导向的错误致使人才结构和人才队伍出现非均衡化发展。年轻人才具有创新活力和充沛的工作激情却苦于没有学术资源，而拥有学术资源的专家教授则缺乏继续从事研究的激情和动力，由此导致学术能力大小与学术资源的配置相脱节。
（四）人才激励中的行政化
人才激励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合理的薪酬待遇和快捷的晋升畅通。高智力必须匹配高绩效，发达国家对公立科研机构的人才激励就是通过政府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保障予以实现的。如德国马普学会（MPG）的雇员总数为11153名，其中88.4%由政府拨款资助，具体资助情况为：269位所长和科学会员，全部由政府拨款资助；158位研究组长，其中98.7%由政府拨款资助；34位青年科学家小组组长，其中97%由政府拨款资助；3652位一般科研人员，其中69.2%由政府拨款资助；3405位技术人员，其中93.3%由政府拨款资助；1556位管理人元，其中98.4%由政府拨款资助；1047位其它人员，其中98.4%由政府拨款支持；l483位国际资助人员，其中99.1%由政府拨款支持。(((相较而言，我国对公立科研机构的投入就显得明显不足。如重庆市某大型综合公益类科研机构，政府只按人员编制数拨付每人每年2万元的基本事业经费，大量科研人员的绩效奖励和待遇发放均需要通过课题经费或其它市场化方式予以解决，这不但严重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诱使科研机构公益性价值目标的背离。
除此之外，待遇分配的不公也被广大科研人员所诟病。行政化管理模式将科研人员分为三六九等，职务越高，收入越高，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做的再好，如果没有行政职务，收入依然相对较低，长此以往，“按劳分配”渐渐演化成“按职务分配”，造成各类人员间的隐形矛盾。(((特别是2010年之后，随着科研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完成，收入两头分化的现象越发突出。行政领导收入标准远远高于一般科研人员，收入差距本来是为了将个人业绩和贡献与工资收入相挂钩，激发各类人才的竞相比拼，但由于分配规则的设计缺乏普通职工参与，行政权主导的激励机制设计倾向于为规则设计者牟利，这让处于科研机构核心主导地位的科研人员，在薪俸待遇上远远低于行政管理人员，这种机制不仅有违政府授予科研机构管理自主权的初衷，也让人才激励的措施在待遇发放上异化为行政领导的牟利行为。
三、公立科研机构人事管理制度的“去行政化”变革
人才管理中存在行政化倾向，不仅有违人才成长的规律，而且对创新人才培养和科技事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破除行政化的人才标准和价值取向，探索建构一套适应于科研事业发展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实现管理和科研的脱钩，建立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职业化发展道路，是公立科研机构人事管理变革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有些高校教授，如清华康克军副校长、北大饶毅院长、上海交大张文军副校长等，均退出行政职务，回归纯粹的科研和教学，开启了科研人员职业化的大门。
（一）人才使用制度的“去行政化”变革
要打破现有的“事业编制”用人原则，建立以科研工作责任为核心的用人制度，在对原有人员定岗和分流的基础之上，建立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用人管理制度。要按照科研机构的重点研发方向，根据市场需求，构建以研究方向为体系的人才队伍，科学合理设置工作岗位。
一是实行首席专家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以及国家开放型实验室，可根据不同的研究重点建立首席专家制，围绕专家的工作需求，配置相应的科研设备和科研助手，制定对专家的定期和不定期考核制度，按照工作目标进行绩效管理。
二是实行课题负责制。对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机构，以成果转化和市场产值为目标，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的研发模式。每年的科研经费下拨，由课题组长提出研发项目，相关机构对其进行评审，审核通过的，给予经费支持。项目实施由课题组长全权负责，课题组长自行组织研究人员并对其进行分工。课题组长自由支配经费使用。
三是实行项目承包制。对已经成熟的科研成果，要采取措施尽快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确有价值的科技项目，可通过项目承包的办法，确定项目负责人，建立起从生产到经营的全过程责任制。在项目组内部，应建立项目总体负责人和生产、经营责任人制度，组织相应的科研、生产、经营队伍，各负其责，一包到底，并建立全过程的考核制度和责、权、利制度及措施。(((
四是实行协调配合制。整个科研工作是一盘棋，在科研机构内部，要设立协调机制，既要充分发挥首席专家和课题组长的作用，又要让基础研究成为应用研究的铺垫，还要让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确立共同的服务目标，将市场导向的科研模式贯穿于整个科研生产工作的全程，破除用人制度中的行政化倾向和资源分配中行政领导话语霸权。
（二）人才培养制度的“去行政化”变革
人的聪明才智的开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更是长远之计，任何专家都不是天生的，都需要精心教育、培养和训练。“培养科技人才，既要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特点采取与之适合的培养模式，更要设计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制度”，(((为此必须破除学术研究的科层化，建立职务职称职能上能下的制度。职称本来是一种荣誉，但当学术资源因为职称而无法实现合理分配和流动时，就必须切断专家教授依靠职称建立学术权威从而垄断学术资源的途径。
一是科研项目申请取消对申请人职称的限制。对科研项目的最终考核依据应该是该项目是否达到了研究计划所要求的目标，至于申请人是否是教授或副教授并不重要。教授与副教授的评审是个缓慢的过程，且评审标准本来就缺乏科学的制度设计，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创新人才都不是因为评上了教授才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往往都是取得了学术成果后才被评为教授甚至院士。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再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等等。
二是建立人才流动的合理机制。改变传统的以固定人员为主的研究人员聘用模式，大量使用流动和客座人员，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相结合，促进人员有序流动，防止人员年龄老化和知识老化。特别是要注重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以设立青年科技基金项目等方式，优先选拔35岁以下的科研人员，给予其在重点研究领域和攻关项目方面的经费支持。
三是与高校、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科研机构的终极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通过与高校和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等途径组建研发队伍，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可以直接参与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也可以参与企业的应用技术研发，既可以独立和联合培养学生，将科技前沿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也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科技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让科研、教育和生产紧密结合。
（三）人才评价制度的“去行政化”变革
对一般科技人才的评价若着重于评价其科研成果，就容易忽视其创新潜力，况且科研业绩所采取的“同行评议法”在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中，易导致评价主体形成“熟人关系网”，不利于支持创新性的非共识项目和专题。“因为较少的人在较短时间里无法对较长时间里完成的工作进行精准把握和评价，它只会评判学术水平却无法评判成果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人才的评价必须建立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制度导向。
一是科研项目立项。科研项目立项是科研人员获取科研资金保障的重要途径，但现在的人才评价中过分注重对项目的立项管理，将立项管理与政府奖励等同等对待。实际上项目立项只是进行课题研究的一个前提但不是必要前提，项目立项也不是科研成果，与科研成果不具备同等的价值等量关系，因为除了立项项目外，尚存在许多依据个人喜好而自发形成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的评价同样应纳入科研人员的业绩考核中。
二是科研经费。科研经费是科研机构评价科研人员业绩的重要指标，但这种指标忽视了科研业绩与研究经费之间的价值关系。一般来说，科研经费总量越大，对开展科研活动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就越明显，但科研经费总量大绝不意味着最终的科研业绩和成果就越大。当前，我国对不同的科研计划项目设定了不同的项目经费，经费大小只是因为项目立项单位和项目类别不同而导致的，如重庆市科委的决策咨询与管理创新计划项目最小的仅3万元经费，而重庆某公益类科研机构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育性项目资助却在5万元左右，但不能由此得出该科研机构资助项目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胜于重庆市科委资助项目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经费大小跟业绩和成果并无必然关系。
三是科研成果。((((科研成果是评价科技人才的核心因素，也是科研业绩质量的直观表现。我国目前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主要包括论文、专著、专利、成果转化等。就论文来说，因为发表论文的期刊和出版社存在差异，反映出论文作者水平的高低，因此对它的评价应侧重于政府颁发的奖励和论文被引用转载的频率。就成果转化来说，产业化是科研机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其社会影响力高低、综合实力强弱和社会贡献大小的主要指标。因此要改变传统体制下长期沿用的“计划立项——科学研究——鉴定报奖”的老模式，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立项——研究开发——推广转化——社会检验——鉴定评奖”的新模式，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放在对科研人员业绩评价的首要位置。
（四）人才激励机制的“去行政化”变革
美国的知识管理专家马汉·坦姆仆经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激励知识型员工的四个因素依次是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和金钱财富。“科研人员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更多的是考虑潜能发挥和成就感，并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合理报酬。”((((所以，科研机构人才激励机制的选择和设定应针对科研人员的实际需要进行。
一是合理设计考核指标。科研机构运作的效率取决于管理、行政和科研人员三者间的协调配合。要充分考虑行政管理与科研活动的性质和特点，设计针对两者的不同评价与奖励制度。要淡化行政职务和职级意识，按照岗位的重要程度和业绩大小设定不同的待遇标准，取消对行政级别和职务的待遇补贴，将待遇发放标准确定为基于绩效评价委员会按照业绩所作出的考核等次。
二是规范各类人员的待遇标准。科研机构的核心群体应是科研人员，当前的待遇发放，领导层居于待遇金字塔顶端，作为科研活动基石的一般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处于底层。一个合理的薪俸结构是稳定人才队伍和激发人才活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底层人员的工资待遇，限制行政人员特别是行政领导的收入，不论职务高低一律按照贡献大小发放工资，并且将所有人员的工资待遇发放标准和依据向机构内的全部职员公开。
三是慎用表彰评比。总结、评比和表彰在事业单位绩效管理中被普遍使用，但科学研究本身带有巨大的风险性，并非所有的投入都能够产生预期的科研成果，科学研究允许失败是科学包容精神的精髓。如果因为研究成果无法达到预期，而扣减工资或者惩罚科研人员，那么就会恶化学术研究的生态土壤，使科研人员失去对科学研究的耐心和信心。即便要使用表彰奖励，也必须要有严谨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权威公正的评价人员，在奖励对象上着重突出对个人而非对团队的奖励，因为个人才是思想和灵感的来源。
四是改革人才晋升机制。对科技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要扭转学术研究决定一切的单一化评判标准，增加人才晋升中对其实践能力和群众认可度的评价。激励是一种正能量宣示，科学研究虽没有国界和地域之分，但学者却有它自己的祖国。近年来部分专家学者违背科学研究的基本良知和学术道德，做出虚假的研究结论误导群众，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出于个人目的大肆鼓吹和发表反动言论，国家培养的人才和政府支持的科研项目成了这些人背叛国家和欺骗人民的道具，对这类研究人员必须设置黑名单制度，剥夺其从事科研活动的资格。
四、结语
公立科研机构人事制度变革的关键就是打破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政府不能再像对待普通事业单位那样，对科研机构进行职务和职级的科层制管理，政府必须在简政放权的指导思想下，建立对公立科研机构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其管理自主权，建立适应科学事业单位特点的人才选拔和使用制度，探索科研人员的职业化管理模式。要明确学术决策机构的职责权限，将学术资源的分配权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改变人才评价、选拔、任用和激励中行政力量主导的局面。只有改革和取消科研机构人才管理中的行政化问题，才能真正发挥人才资源和资本的作用，塑造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由创新和坚持真理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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